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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檢視父母的教養行為和青少年所知覺的親子

關係對男性青少年暴力行為的影響機制。本研究假設青少年所知覺的

父子或母子關係，會連結父母教養行為與青少年的暴力行為。然而，

從結構方程模型的分析中，我們發現對於母親而言，青少年所知覺的

母子關係，是母親教養行為與青少年暴力行為間的中介變項，而不是

調節變項。相對地，父親的教養行為不只會透過青少年所知覺的父子

關係而影響青少年的暴力行為，而且還進一步具有直接的影響，這個

結果反映出父親與母親的教養行為對兒子的暴力行為，有不同的影響

及社會化路徑。根據本研究的發現，青少年子女所知覺的親子關係，

在代間的行為互動之間，扮演著關鍵的「傳導」角色，父母的教養行

為，須先透過青少年子女對親子關係的詮釋（知覺），之後才會對青

少年子女的暴力行為產生影響。為人父母者若希望自己的子女能避免

產生偏差或暴力行為，特別要著重培養良好的親子關係，以及讓子女

知道父母行為背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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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uthors hypothesized that perceptions of mother-child and father-
child relationships serve as primary mediators between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violent adolescent behavior. Results from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ing analysis indicate that perceptions of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s mediate
rather than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vio-
lent behavior. Surprisingly, paternal parenting practices were found to exert
both an indirect and direct influence on violent adolescent behavior.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e existence of different pathways between paternal and
maternal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violent behavior as expressed by son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fathers and mothers should make strong efforts to cre-
ate supportive environments and to establish good parent-child relation-
ships with their male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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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青少年的兩大社會問題，可區分為「內化症狀」(internalizing

symptom)與「外化症狀」(externalizing symptom)兩大類（吳齊殷、李

文傑 2003），前者指的是二十一世紀的三大疾病之一「憂鬱症狀」，

後者則為大眾普遍熟悉的「偏差行為」或「犯罪行為」，其中青少年

「犯罪及偏差行為」一直是政府以及教育單位棘手的社會問題。各種

青少年犯罪類型中，除了最普遍的偷竊行為外，其次最值得關注的就

是暴力行為，根據 2001 年法務部的統計資料顯示，少年刑事案件中

觸犯傷害罪的占 9.45%，在同一份資料裡，更指出少年兒童刑事案件

的犯罪原因，以「家庭因素」為首位，占全體觸法少年的 35.31%（法

務部 2002）。如果我們只將焦點放在青少年「暴力行為」的層面上，

過去已有的研究文獻（例如：Linda 1998; Ireland et al. 2002）同樣也指

出，在這變動不定的青少年時期裡，暴力行為受到周遭家庭環境因素

影響最大，特別是家庭中父母對子女的教養行為，更是家庭中影響子

女身心發展的推手(Garnier and Stein 2002)。

從生命發展的過程著眼，每一個時間點(timing)均載負著過去生命

歷程中種種的環境及個人經驗(Elder et al. 2002)，子女的家庭生活經

驗，會在適當的時間點，對子女日後的行為產生一定的作用，我們如

果只從一段時間去觀察父母的嚴厲管教對子女偏差行為、暴力行為與

用藥行為的影響，可以發現父母嚴厲管教若只發生在兒童期並不會構

成青少年日後的偏差與用藥行為。整個關鍵點是在於「只有存在於青

少年階段的家庭經驗」或從兒童持續到青少年期的家庭暴力，才是問

題的重點(Ireland et al. 2002)，因此青少年期的家庭因素，尤其是父母

的管教行為，乃是青少年行為問題的重要原因。

實際上，過去已有不少的理論，從不同的觀點說明青少年暴力或

偏差行為如何受家庭的影響，其中尤以社會心理學家 Albert Bandura

(1973)的「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及犯罪學家 Tra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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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schi (1969)的「社會鍵理論」(social bond theory)，最為人所熟悉。

前者主要是從青少年學習及模仿的角度，去解釋父母親對子女的影

響，後者則以相反的角度，依從「性惡說」認為每一個人都有犯罪及

偏差的本能，問題是每一個人都會因著社會價值與規範，發展出一套

與社會連繫的鍵，當個人的社會連結增強，偏差行為形成的機會便相

對減少。無論是「社會學習理論」或「社會鍵理論」都隱含著社會化

的過程，只是前者較直接指出了暴力行為是在個人社會化過程中逐漸

從父母學習及培養而來，後者則以父母對子女的社會價值觀及信念等

的影響，決定了個人社會鍵的強弱，之後再影響到個人的行為。因此

不管是學習到的暴力行為，抑或是社會鍵的形成，這個過程均屬於家

庭社會化(family socialization)的一部份，青少年實際上就是從各種社

會化機制（包括：家庭、學校和同儕等）中，逐漸被培養成為社會的

一員。因此，大多數的研究結果，建議提高父母的教養技巧，附以民

主和充滿愛的管教方式，並提供子女良好的成長環境，來減少青少年

暴力行為的可能。但這些觀點卻都掉進了「機械論式」的社會化過程

上，換言之，這樣的觀點所關切的是被社會化的個體，是如何被社會

化機制所形塑的過程。

個體社會化雖然是一個學習的過程，但這種學習不能簡單地被化

約為單純的環境壓力、接受灌輸，或純粹的心理因素，而應理解成是

環境與人長期不斷競合的連續動態歷程，因此整個社會化過程應被構

築在「互動」的層面上（張開城 1993），如果我們視社會化是「環境

－人」及「人－人」互動的過程，實質上已肯定了「人」在社會化中

能動及積極的一面，亦即「人」有能力在互動中協調和評估他人的行

為，以及本身行為後的結果。本研究的出發點，並不在於駁斥青少年

孩子是被塑造的這個看法，而是認為：除了關心孩子是如何被外界所

塑造外，更應深入思索「孩子是如何看待自己被外界所塑造」，而不

只是簡單地將孩子簡化為無能為力的「白紙」，誠如熊秉真(2000)在

研究古代中國的兒童時，所說：「過去社會多視成人之觀念為主體，

以成人之文化為主動和自變因素，而以兒童的世界為被動和因變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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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因此，本研究的理論目的，欲從社會對人或人對行為的單向影

響，轉移到把人看作社會化過程中主動的參與者，即青少年既是社會

化的對象，也是社會化的主體，青少年並非僅只被動地被社會灌輸，

而是能在家庭裡創造出自己的社會性經驗的活動主體。因為，青少年

如何看待成人世界的管教及文化，主要還是取決於青少年自己的想法

和認知。

台灣社會一向都存在著「不打不成器」或「棍棒之下出孝子」等

這樣的教養觀念，父母嚴厲教養子女成為管教的主要核心，但有趣的

是，台灣社會的暴力攻擊事件卻沒有比國外嚴重，如果以上述的觀點

討論台灣社會，不難發現很有可能這是因為在台灣青少年的知覺中，

根本不認為父母責罵或體罰的行徑是不對的，反而很有可能認為如果

父母不管我或在我不對時不責罰我，才認為父母的教養行為是不對。

就以「關係」為主（李美枝 1998）的台灣社會而言，青少年在家中所

知覺到的「親子關係」之品質，便很有可能成為父母對子女教養行為

下的重要機制。基於以上的論述，本文將嘗試從家庭社會化過程的觀

點，加上青少年知覺的「親子關係」，來探討父母的教養方式如何影

響著青少年暴力行為的發展，同時探討青少年知覺的親子關係在這個

影響過程中扮演著何種重要的角色。

二、文獻探討

（一）暴力行為的理論回顧

自二十世紀初以來，暴力或攻擊行為就受到心理學家的高度重

視，其相關理論一直籠罩著強烈心理學式的思考，較著名的有「本能

論」(instinct theory)、「行為主義」(behaviorism)及「認知訊息處理理

論」(cognitive information processing)等，他們在各自的理論假設中，

分別指出攻擊行為的成因，但由於這些理論具有過度濃厚的心理學色

彩，沒能從家庭環境對人影響的觀點，剖析出暴力行為的成因。另一

方面，國內外過去已有相當多的文獻，以實證研究的方式檢視Band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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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學習理論」，以及Hirschi的「社會鍵理論」，並且提出了不

少整合這兩個理論的理論模型，只是這些研究也同樣掉在相同的問題

困境中。

首先，就社會學習理論而言，固然具有它的洞悉力，但對於影響

青少年的環境因素之過程面，卻缺乏更深入的探討。在我們的生活世

界裡，存在著「實際」與「認知」的兩個環境，所謂「實際」環境指

的是確實發生的行為或事件，例如父母有沒有打罵，而「認知」的環

境則是個體對環境的主觀態度，所建構出的一個個體本身所感知的環

境。Karl Bauman and Lynn Fisher (1986)曾經針對友伴與青少年間的吸

菸與喝酒行為作研究，其研究發現青少年所認知到的友伴行為較友伴

實際的行為具有更好的預測力，即青少年所認知的友伴吸煙與喝酒行

為，才是影響他有沒有此種行為的危險因子，其後Ronald Iannotti and

Patricia Bush (1992)所作的研究也驗證支持這個理論觀點。

Hirschi (1969)的社會鍵理論，主要是指出個人與社會間的連繫機

制，他特別提出了四個重要元素，分別為：依附(attachment)、參與(in-

volvement)、承諾(commitment)和信念(belief)，如果個人缺乏與社會的

連繫，亦即若此四項要素偏低，便容易激發個人犯罪的因子。但問題

是這四個要素，並非自動地在個人身上產生，它必須透過個人與家庭

等的社會化機構接觸，而在社會化過程中逐漸的形成。所以，本研究

在前言中指出：這兩個理論的核心均是建立在「社會化過程」理論

上，故在說明父母管教對青少年行為的影響上，社會學習理論會從子

女學習或模仿父母行為去思考，因而產生上面所說的「實際」與「認

知」不分的問題，而社會鍵理論也同樣遇到相同的困境。在此，我們

要再次強調的是，這兩個理論所共享的「社會化」觀點，大致上是成

立的，只是社會化過程的內涵，並非只是單純的由暴力環境（這裡指

的是父母嚴厲與監控的教養行為）到青少年行為，而應補入青少年個

體能動的主體面，亦即青少年是如何看待環境影響的面向，才能進一

步強化社會化理論的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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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青少年期暴力行為之重要性

最近有關青少年發展的研究逐漸著重在個人的發展軌跡上，用以

探求時間因素對青少年發展的重要性(Jang 1999; Overbeek et al. 2001)，

尤其關注生命歷程(life course)、軌跡(Trajectory)、個人發展(develop-

ment of individual)及轉捩點(turning point)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影響

(Hagan and Palloni 1988; Sampson and Laub 1995; Thornberry 1997;

Hoffmann and Cerbone 1999; Simons et al. 2002)，因為關鍵的發展階

段，很容易成為生命旅程中的重要事件。在過去的文獻中，不管是自

陳問卷或官方資料，都指出青少年中期階段的偏差行為最為活躍(Got-

tfredson and Hirschi 1990; Elliott et al. 1989)，實際上就青少年問題行為

來說，基本上是一個在家庭與同儕脈絡引導下的縱貫軌跡，因此由個

人早期的生活進程即能看出日後同儕對青少年行為發展的效果(Cairns

and Cairns 1995)。

正由於青少年階段是由兒童蛻變至成人的重要時期，我們雖不排

除暴力行為與年齡的關係可能由於性別或其他社會性因素的干擾，而

不必然呈現簡單的直線軌跡，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個體從兒

童發展至青少年階段，其暴力行為在「質」上的殘忍和暴戾性是逐漸

增加的(Eron et al. 1983; Cairns and Cairns 1995)。Garnier and Stein

(2002)在為期 18年的縱貫研究中，指出了早期家庭經驗、不良同儕對

青少年偏差行為與藥物濫用有關，而且在藥物的議題上，母親早年的

用藥經驗是經由同儕的用藥再來影響青少年個體；實際上，這樣的結

果無疑是告訴我們，早期之生活經驗對於個體日後的友誼互動，存在

著增強及類聚的效果。加上，青少年在發展時期的問題行為雖然林林

總總，但一般都可隨著時間而逐漸消失，但青少年暴力及偏差行為卻

未能在成長的歲月中消失，反而與日後的藥物濫用、犯罪行為或心理

症狀等密切關連（黃惠玲、林銘塗 1993），不少的研究已經相繼指

出，早年的暴力行為與日後的暴力犯罪間存在穩定相關性(Coleman

1992; Kauffman 1993; Straus and Kauffman 1994; Garnier and Stein

2002)，由於青少年期的行為能延伸至成年階段，因此青少年時期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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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取向，成為預測未來個人生活適應的重要指標(Magnusson et al. 1983;

Craven 1997)，正如俗語所言之「細漢偷挽瓠，大漢偷牽牛」。因此，

對於青少年暴力行為的研究，將有助於理解日後成人的暴力犯罪成

因。

（三）父母教養與青少年暴力行為

「教養」(parenting)一般來說是指父母對子女的管理與社會化的行

為或方式，屬於父母有意識、有計畫的社會化行為（葉光輝 1995）。

對於教養方式的分類，不論是西方或台灣的文獻皆相當豐富（可參考

周玉慧、吳齊殷 2001），但是不管如何分類，可以確定的是：如果父

母早年以嚴酷的方式教養孩子，則這教養經驗與後來子女的暴力行為

有關(Baldwin et al. 1989; Dodge et al. 1992)，或者父母對子女缺乏適當

的監控，也易於使青少年產生偏差行為(Jang and Smith 1997)。另外有

研究指出，父母的管教方式對子女的社會發展有一定的影響力(Zahn-

Waxler et al. 1979)。Augustine Brannigan 等人(2002)以加拿大兒童

（4-11歲）的樣本發現「敵意的管教」(hostile parenting)導致兒童不規

矩及暴力的行為，也有不少研究直接指陳，父母親不當的教養是日後

青少年暴力行為的主因(Gibbons 1976; Smith and Thornberry 1995)。國

內以台北市青少年作追蹤的研究中，也證實了父母不當教養是青少年

行為問題的關鍵（吳齊殷 2000；周玉慧、吳齊殷 2001）。究其原因，

可能是因為父母會透過對子女的管教行為與態度，來傳遞其信念與價

值觀，並藉由家庭的親子互動，內化到子女身上，然後反映在子女的

人格與行為裡(Maccoby 1984)，因此整個問題是環繞在家庭社會化過

程之成敗上(Linda 1998)。

其中代間傳承的觀點，正體現出家庭社會化的特點，從代間傳承

的觀點觀之，暴力行為本身是父母與子女在生活過程中，從上一代傳

到下一代的過程(Lackey et al. 1995)，但對於這種傳承的機制，卻存在

著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為直接路徑(Simons et al. 1991;吳齊殷、高美英

1997)，另一為間接路徑(Bandura 1986)，但就其內涵而言，兩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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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徑，所指涉的仍是下一代如何學習或仿效上一代的行為，不同點

只在過程本身機制的差異。這樣的觀點固然給予我們有關子女行為與

父母關連間的重要啟示，不過卻存在著一些疑問，就上一代對下一代

嚴厲教養來說，子女不斷地受嚴厲的教導，無疑會在潛移默化之下認

為嚴厲與暴力是一種合理或者可行的行為，進而模仿及學習，但重要

的關鍵點是，為何有些父母同樣是嚴厲，子女卻沒有傳承到這些暴力

的行為，因此這個問題並不是單單使用「傳承」的概念就可以解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過去對於青少年教養行為的研究，較著重

於母親對青少年的影響，父親的影響則較少著墨（如：吳齊殷、陳易

甫 2001; Garnier and Stein 20021）。大部分的研究論點，多認為母親

是子女的主要照顧者，所以青少年行為問題與母親有著重要關連性(Se-

ars et al. 1957)，因此見諸許多台灣較大型的調查研究，在訪問青少年

受訪者的家長時，如果有經費上的考量，只能訪問一位時，多優先訪

問母親，如果母親真的無法回答，第二順位才到父親，可見父親在教

養或管教的角色上並沒有被十分地重視。另外一類的研究，討論「父

母」如何影響青少年時，籠統地把父和母混為一談（大部份的研究是

將父跟母的分數加總）。事實上，親子間的連結應該區分為父與子女

和母與子女的關係。因為，母親較為影響到女孩的友誼，父親則對男

孩有影響(Parke and Buriel 1998)，或者從父母與子女的相處情形去看，

可以發現父親較少與子女相處(Coltrane 1995)，而母親則成為子女的主

要照顧者(Kumpfer and DeMarsh 1986)。最近已有不少的研究注意到這

方面的盲點，開始分別地探討父親對子女的影響（例如：Nugent 1991;

Daly 1995）、比較父母管教行為上的差異（吳明燁 1998）、或比較父

與母對青少年行為的影響（例如：Rothbaum et al. 1995; Kindlon and

Thompson 1999;吳齊殷 2000）。在一項青少年行為問題的縱貫研究指

出，母子間的關係可以有效預測日後的行為，而父子間的關係卻不能

1 在 Garnier and Stein (2002)的研究中，也特別於限制部分點出了沒有討論到父親，是她
研究的重要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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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有效的預測指標(Rothbaum et al. 1995)，這些研究成果，提醒了我

們父母教養的差異對青少年的影響。Tan-Lei Shek (1995, 2000)有關香

港華人社會的研究結果更進一步指出，子女對於父母教養的知覺是有

差異的，父母在青少年心目中具有不同的模樣，父親較之於母親有較

少的互動及關心，卻有更多的處罰，簡單來說在華人的社會中，正是

處於類似「嚴父慈母」的傳統觀念下。父母對子女的影響除了一般觀

念的差異外，更存在著父母性別角色分工上的差異，國內吳明燁(1998)

對青少年的研究，指出了父母對小孩的管教有不同的分工，父親偏向

直接性的，而母親則偏向間接性的，不過文中也指出了一些可能的干

擾因素，如母親是否有職業以及父母的教育程度等，不過整體的結果

並沒有拒絕父母管教在性別角色上的差異，並且與國外的文獻(Ho-

chschild 1989)所說的，父親為「工具性」角色，而母親則為「情感

性」角色相似。因此父母各自的管教行為，對子女的影響可能會有不

同的結果，或者說有不同的機制影響著青少年的發展，如果我們仍一

味統以家庭教養或母親管教，視作青少年發展的家庭因素，有可能無

法有效地掌握父母各自的機制為何，因此有必要討論父母分別如何對

子女產生影響。

（四）父母教養與青少年所知覺的親子關係

暴力青少年大部分是在具有暴力的環境下成長（Hausman et al.

1994；陳毓文 1999），正如劉向所說「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

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

臭，亦與之化矣。」然而，我們往往也會看到，在暴力環境下生長的

孩子卻不一定是暴力行為者，更重要的，所謂不當的管教，在不同的

人心目中有不同的定義方式，如 Dan Kindlon and Michael Thompson

(1999)指出美國社會要求男孩奉行「鐵的紀律」，因此嚴酷教養成為

鞭策男孩成長的工具。事實上，這個觀念在華人社會也同樣受用，試

想想我們常說的「男兒當自強」或「棒下出孝子」的俗語，加上對於

家庭來說，男孩本身就是家庭的支柱，所以更會以較嚴厲的管教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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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望子成龍」。如果這種說法成立，當父母不採適當的管教，很有

可能讓小孩認為父母對其缺乏關心，更說不定認為責罵、體罰是應該

的，缺乏適當的監督才是不當。在管教上父母雖然比子女擁有更大的

權力，但親子間並非穩定的上下權力關係，它會在互動中，逐漸建構

出一種競爭的關係(Fish 2000)，尤其青少年對父母的知覺，更會影響

到雙方的關係。

過去對於青少年知覺父母行為的研究，在有關華人社會的研究

中，已有一些發現。Shek and Hing-Keung Ma (1997)探討香港青少年知

覺到父母教養方式對其社會行為的影響時，發現父親溫和及仁慈的教

養方式會減少青少年反社會行為的表現；Ma等人(2000)在區分不同成

就認同的高中生，也同樣發現知覺父母影響以及親子關係與同儕關係

有助於青少年的正向行為，相對地也降低了反社會行為的傾向。總的

來說，父母對子女的影響，不在於他們的行為，而在於子女對父母的

知覺為何(Acock and Clair 1986; Acock et al. 2002)。如果真的是這樣，

那麼最能體現子女對父母知覺的好壞，莫過於親子關係，2 葉光輝

(1995)指出在家庭社會化歷程中，子女的行為能否如父母所預期，親

子間的互動關係為相當重要的關鍵因素。因此過去有不少研究從親子

關係以及家庭互動來探討偏差行為(Liddle and Hogue 2000)，從過程的

角度著眼，親子關係中的溫暖(warmth)、感情(affection)、接受(accep-

tance)和情感支持(emotional support)皆與青少年偏差行為有負相關

(Blaske et al. 1989)。Cernkovick and Giordano(1987)分析美國 12到 19

歲的青少年，發現當青少年回答親子關係越佳時偏差行為的自陳分數

也相對較低，國內羅國英(2000)就曾以「親子關係知覺」，來探討父

子雙方的互動情形，發現親子之間常有知覺不一致的情形。Irving Sigel

(1985)在討論親子關係的研究發展時，就特別指出 1920至 1930年代

2 有部分研究會將教養行為放在親子關係的架構下，本文特別將教養行為與親子關係分
離，主要原因在於教養行為偏向於外在可見、可感覺的事實，即父母實際上如何管教
小孩，而親子關係則為父母與子女間不斷互動下所產生的一種感知，一種無形的相互
連結，本文欲從「實際」與「感知的關係」間，重新檢視其間的內在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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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研究，多半受心理學行為主義的影響，研究問題集中在父母管

教方式與行為間的關係，直到 1970 年代，受到社會心理學和認知心

理學的影響，親子關係的研究不只討論客觀之行為面，更開始注意到

父母在教養時的內在認知歷程和信念，與子女行為發展的關係（林惠

雅 1999）。不過，在國內有關親子關係的研究，仍然停留在親子關係

內涵的分類，或者籠統地把父母與子女的互動過程放在親子關係的層

次上，作為依變項來預測某些問題，很少討論親子關係被影響的過

程，以及對於家庭系統的內在機制為何，Videon Tami (2002)就曾以父

母離異來探討親子關係品質如何影響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實際上類似

的課題，應為日後相關研究的重點。

（五）「教養」與「暴力行為」的可能機制

以上的說明，綜合指出了「教養」、「親子關係」以及「青少年

知覺」等三個因素在青少年行為發展上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問題行為

方面）。不過，正如第三節所說，過去的研究或傳統理論，是直接探

討父母教養或者親子關係對青少年暴力或問題行為的影響（以下以

「直接效果」(direct effect)稱之），他們雖然以自身不同的理論立場來

討論青少年問題行為的成因，但其所建構的研究架構，基本上大同小

異，即父母不當教養對青少年問題行為的直接影響，其中，社會學習

理論認為是透過「模仿」或「漸染」的機制，指出青少年是學習到上

一代的行為，而社會控制理論則認為父母的不當管教，導致青少年沒

有形成有效的社會連結，進而導致子女脫軌而從事違規的行為。如同

之前所說，無論是以何種觀點去解釋，他們實際上均建構在社會化的

過程上。

我們認為社會化過程不應只被看作為被動的主體（青少年）如何

被社會化，而應放在「環境－人」及「人－人」互動過程面上，尤其

是青少年的知覺與感知，如何在環境與人之間產生作用。可惜，在過

去大量的文獻中，很少將他們放在同一個過程脈絡的架構上討論，因

而沒有清晰地尋找出教養行為與親子知覺關係間，到底是如何對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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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暴力、偏差或違規行為產生影響。究其原因有二：其一為方法上的

原因，過去大部分的研究是仰賴橫斷面的資料進行分析，在進行因果

機制的驗證時，會遭遇到因果關係時序的難題，而且由於資料的限

制，大部分的研究結果多以迴歸分析或零序相關進行（以上所引的大

部分研究均有此限制）(Lin 1976)，因此過去的研究大多只能指出教養

或親子關係對青少年行為的影響力。其二為理論上的原因，由於過去

的理論觀點，主要是試圖在環境因素上找原因來解釋問題行為，而且

大多社會化歷程建立在單線性的基礎上（葉光輝 1995），致使大部分

的觀點或理論，均放在父母對子女的直接影響上。但問題是，父母直

接的影響機制卻存在著主體為被動者的困境，即前言所說的，對於青

少年行為的影響機制，不應單純由行為（父母教養行為）直接解釋行

為（暴力行為），更應注意到青少年主觀認知的面向。

社會學習理論大師Bandura (1986)在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一書中，進一步修正前期的社會學習理論，並提出了以「環

境」、「個人」與「行為」三者交互影響為基礎的「三元交互決定

論」(triadic reciprocal determinism)，此觀點除了從外在環境找尋原

因，還回過頭來就個人的認知（即個人如何看待外在環境）來解釋行

為的原因，而且他的觀點更進一步指出三者間並不是單線性的關係，

而是一種交互的關係。這樣的觀點無疑跳脫了環境對行為影響的化約

解釋，同時更能清楚地描繪出「知覺」或「認知」等個人主觀的變

項，在青少年行為發展中作為中介或調節的橋樑角色的可能性。簡單

而言，譬如，母親常常作出嚴厲的處罰，如果子女主觀上認為這樣的

處罰是合理的，是關愛自己的具體表現，則這樣的處罰在青少年的主

觀認知下可能就不是處罰，這種善意的解讀，可能使得父母的嚴厲教

養不會影響到青少年行為的發展。

就 Bandura (1986)的觀點論之，個人的認知或知覺確實是行為發

展機制中，重要的中介或調節的橋樑。不過，國內外依照此理論，同

時兼有討論到教養、親子關係與青少年行為的文章卻為數甚少，在國

外較為突出的，有Ronald Simons等人(2000)的台美青少年偏差行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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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比較研究，他們透過階層迴歸模型之交互作用項及平方項的方

式，對父母處罰與子女反社會行為間的關係進行分析，他們的研究發

現，美國樣本的父母處罰行為與「溫暖／控制」間沒有交互關係，但

台北的樣本卻呈現出一個有趣的現象，在父母處罰行為與男孩反社會

行為間「溫暖／控制」具有交互的作用，並且呈現一種非線性的變化

關係，此論文利用了美台兩地的資料，重新勾勒出父母對青少年影響

的跨國性差異，並進一步補充了過去文獻單純以直接機制及線性影響

的理路，實為近年難得的著作。就國內而言，近期周玉慧和吳齊殷

(2001)對青少年行為的實證研究可說是代表的作品，作者利用階層複

迴歸分析尋找教養方式、親子支持及衝突間的交互關連（暫稱為親子

互動觀），其結果顯示嚴厲教養（缺乏監督）與親子支持（衝突）對

偏差行為間具有交互作用（或稱「調節效果」(moderating effect)3），

另外他們更以路徑分析的方法，發現到不當教養會直接影響青少年的

關係滿意度，而且更會透過親子間的衝突對偏差行為產生影響；此文

並且非常詳細地分析了親子間知覺的差異，以及對青少年的影響為

何，其結果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不過正如作者在文中討論所說的，

父母與子女不同的互動方式會否形成不同的影響機制，成為接下來重

要的議題，也是本文要回答的問題之一，加上該文只利用了橫斷面的

資料，在路徑分析的因果推演下，會有因果時序上的研究方法難題。

至於「中介效果」(mediating或 intervening effect)，最近在台灣也

有部分文章，重新建構父母對子女的影響過程，並試圖在家庭與青少

年行為間尋找中介機制（章英華 2001），譬如：侯崇文(2001)的研究

是在家庭結構與青少年偏差行為間，發現家庭關係具有中介性；高淑

芳、陸洛(2001)則從父母管教態度對國中生考試壓力間，檢視出特質

焦慮為兩者間的中介變項。對於將親子關係作為中介變項，在國內有

3 「調節效果」(moderating effect)又稱為「交互效果」(interaction effect)、「條件效果」
(conditioning effect)或「列聯效果」(contingency effect) (Vogt 1999)。由於調節一詞，能
充份表達出親子關係的程度對於父母教養行為的調節作用，因此本文使用「調節效果」
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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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瑞玲(1989)就子女對父母教養的歸因來探討青少年行為，她指出父

母的教養行為是透過子女正面或負面的歸因過程才會影響到青少年本

身；周玉慧(2001)就親子互動、親子關係評估與青少年偏差行為和課

業成績進行研究，指出就偏差行為而言，親子正面的支持是透過信任

感（親子關係）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國外部分的研究也同樣指出

（如：Jackson and Foshee 1998），青少年對親子關係的知覺，某種程

度上為教養與子女行為的中介變項，他主要發現父母不當的管教，會

加強子女對父母的負面評價，進而影響青少年暴力行為。總的來說：

本文欲從個人知覺關係的面向，指出個人對外在環境（父母教養行

為）是需要經過個人知覺或認知的詮釋面，再行影響青少年，因此父

母對子女可能存在著「調節效果」或「中介效果」的機制，而不應是

簡單的「直接效果」。

三、研究架構

從以上文獻部分的討論，教養行為對青少年行為的影響，基本上

可歸納出三種可能的機制，分別為：(1)直接效果：指的是父母的教養

行為會直接影響青少年的暴力行為面；然如前所述，這個觀點忽略了

個體的認知主動性。(2)調節效果：指稱親子關係與教養行為是透過交

互作用或某一狀態條件的差異或互動的方式而影響青少年的暴力行

為。(3)中介效果：視青少年知覺的親子關係為教養行為與青少年暴力

行為間的傳導介面。本研究對各種機制的操作性模型歸納於表一，而

圖一則為本研究意欲驗證的理論模型。本研究最終的目的在於回答父

母教養行為與青少年暴力行為間，存在著何種的內在機制（是「直接

效果」、「調節效果」、「中介效果」或是一種混合各種效果的機

制），另外，本文更就「傳統觀念性」及「性別角色分工」下，不同

的父母角色，來分析父母對兒子的行為發展影響及機制會有何種的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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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本研究各種機制的操作化模型

變項間的機制 變項間的關係（參考圖一）

直接效果 2 = 21 1 + 22 2 + 1； 21與 22為 p<.01

調節效果 以 2 = 2
a - 2

b比較 2 = 21 1 + 22 2 + 1不同親子關係程度下

的 21與 22

中介效果 原 2 = 21 1 + 22 2 + 1； 21與 22為 p<.01

改為
1

2
=

11 12

21 22

1

2
+

0 0

21 0
1

2
+

1

2

則變為 21與 22為 p>.01;
而 21， 11及 12為 p<.01

監控行為

嚴厲行為

知覺親子關係 暴力行為

圖一 本研究的理論模型

四、研究設計及方法

（一）資料來源與使用樣本

本研究採用衛生署國衛院所資助的「青少年藥物濫用之起因：一

個社會學習模型」(DOH87, 88-HR-621)研究計畫之資料，此計畫之調

查母體為台北市 86 所公私立國中學生，抽樣原則採分層二階段等機

率抽樣(two-stage PPS)。依台北市 12個行政區作分層，以學校為「第

一抽出單位」，班級為「最終抽出單位」，各階段各單位的抽樣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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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二階段等機率抽樣為之。最後，此計畫於 1996 年（第一年）共計

抽出 33所國中、44個班級、1,434個國一學生為樣本，各階段學校班

級被抽取機率皆相等，且使樣本的分配接近母體。本計畫根據以上的

抽樣原則，自 1996年迄今以連續固定樣本追蹤研究(panel study)的方

式，連續每年就台北市 33所國中所抽出的 1,434個樣本進行追蹤，詳

細執行流程如下：首先，於 1996年 9月至 12月間至各個樣本抽出學

校，利用課堂時間完成樣本學生問卷之施測，總計有效問卷為 1,434

份；接著，隔年參照第一年各學校聯絡人名單與各校負責人約定各樣

本抽出學校施測時間，仍以第一年各校之各個受測班級之所有學生為

對象，由本計畫研究助理帶領事先經過訓練之訪員，分別至各樣本班

級進行第二年的樣本學生問卷施測，最後恰巧也完成 1,434份有效問

卷；其中，共有 1,354名學生，連續參與這兩次的問卷調查施測，同

一樣本之重複完訪率達 94.4%左右。第二年實際進行問卷調查期間為

1997年 10月至 12月間。第三年的問卷調查計畫仍依據第一及第二年

的調訪程序進行，於 1998 年 10月至 12 月間至學校進行學生問卷的

第三次訪問，最後完訪樣本數為 1,449份，三年皆參與該項長期追蹤

研究計畫的樣本學生共有 1,304人，三年皆參與之同一樣本的完訪率

為 90.9%。

過去有不少文獻已指出 15至 17歲為青少年容易出現偏差行為的

關鍵期(Tolan 1988)，因此本文將時間點放在國中階段的青少年。另

外，雖然有部分文章指出（參見 Heimer and Coster 1999）暴力並不純

然是「男性」的現象，性別間的差異內含著社會結構與文化的機制，

例如：暴力的定義、家庭的感情連帶及性別定義等，這些研究的發現

固然對攻擊及暴力研究領域注入新的思維，但也不否認男性較女性有

更高的機會從事暴力的行徑，而且實際上男性也真的較女性表現出更

多的暴力行為(Kupersmidt et al. 1995)。正如 Kindlon and Thompson

(1999)所說的，男孩是生活在殘忍的文化下，在我們的文化中他們的

情感遭到忽略，我們只看到孩子最終的暴力，特別在我們的台灣社會

裡，暴力行為在男孩身上比較普遍，而大部分的暴力犯也多為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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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人社會「重男輕女」的家庭文化下，男孩所被賦予的期望與重

擔，進而轉化為嚴厲的管教與規訓，在這樣環境下生活的男孩，為何

有些會具有暴力行為的傾向，有些則不會？加上就社會實踐面來說，

從「男性」身上找出可能的影響因子，對整體社會的暴力犯罪將有所

助益，因此，本研究以男性青少年為研究對象。

另外，由於本文是針對父親及母親各自對兒子的影響，再加上本

研究的假設是，家庭結構不完整易於培養出不健全人格的小孩，而且

這類家庭長大的小孩與一般家庭長大的小孩，可能接受了不同的父母

教養，因此本研究在減少不必要的偏誤及鎖緊主題的原則下，只針對

國二至國三兩年內與親生父母同住的男性青少年為對象進行研究。經

過以上的原則篩選後，本文最後的分析樣本為 564位男性青少年。

（二）主要變項測量

本研究共有三個主要變項，分別為：「暴力行為」、「教養行

為」與「青少年所知覺的親子關係」，大部分的測量是根據國外研

究，並參酌本研究所使用的調查資料，修改及建構而成，現將各變項

分述如下：

1.青少年暴力行為

「暴力行為」在不同情境及解讀下，具有多種不同的面貌，譬如

在法律人眼中，此一辭彙意含著侵害個人或社會法益的刑事行為，因

此他們將行為提升到法律的位階，以暴力犯罪來界定「暴力行為」的

型態，就目前政府單位對暴力行為的分類而言，所謂青少年暴力犯罪

是指殺人、傷害、擄人勒索、搶奪和恐嚇取財等罪行。由於「暴力行

為」含有多樣性的意義，界定何謂本文所指的「暴力行為」概念，對

本研究的定位有其必要性。Bandura (1973)指出攻擊暴力行為是一種導

致他人身體或財產受損害結果的行為；在社會學辭典中David and Julia

(1998)把 “aggressive”界定為一種敵對的心態或行動，一種意圖對他人

施加肉體或口頭的傷害行為。基本上過去的研究均將暴力行為注入行

為與意圖兩個面向，Simons等人(1994)的一項青少年調適問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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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清楚將暴力行為劃分為兩個指標：一為「暴力傾向」(violent orien-

tation)，另一為「敵意」(hostility)。

本研究從國三學生的自陳問卷中的兩個量表建構這兩個指標。首

先，「暴力傾向」是使用表二中的六個項目（參考 Simons et al.

1994），各項目的選項分別為 1（有）和 0（沒有），在這六個項目

中，受訪者勾選最多的是「有人惹你生氣，所以你揍他或打他」占

27.2%，其次為「玩火，亂燒東西」占 10.7%，接著是「惡意損壞或破

壞不屬於你的東西」占 8%；六項中最少人勾選的是「使用武器、暴

力或脅迫手段向別人勒索」只占 0.7%。最後由六個項目加總成「暴力

傾向」此一指標，分數越高「暴力傾向」越強。然而，由於題目本身

具有不同程度的行為傾向，有些題目較為嚴重而有些較為輕微，如果

以加總的方式建構此一指標，很有可能產生受訪者為同一分數但行為

嚴重性不同的情形，由於此一量表具有古特曼(Guttman)量表題目強弱

的特性，可以再製係數(coefficient of reproducibility)4進行檢測，結果

為 96.63%，超過一般所訂 90-95%的標準，因此本文以加總的方式測

量的「暴力傾向」，並沒有因題目強弱的特性而造成嚴重的偏誤。

另一個指標則以效度與信度良好的SCL-90-R量表(Derogatis 1983)

建構，其中各項目的選項為 1（沒有）到 5（很嚴重），表二是本研

究使用的四個項目中青少年勾選「有」的比例，其中最多青少年

「有」的項目為「常常和別人爭吵」占 19.3%，其次為「很想要去破

壞東西」占 17.6%，接著為「很想要去毆打、傷害別人」占 12.4%，

次數最少的為「尖聲大叫或摔東西」只占 4.6%，「敵意」此一指標最

後由這四個項目加總而成，分數越高「敵意」越明顯。

2.教養行為 5

過去的研究就有關影響青少年反社會行為的教養行為，分出多個

不同的面向，包括：缺乏監督(lack of monitoring)、「非引導性」、

4 Coefficient of reproducibility = 1 number of errors
number of gresses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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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厲」(harsh)及「不一致」(inconsistent discipline) (Loeber and Dish-

ion 1983; Patterson 1986; Kazdin 1987; Laub and Sampson 1988;吳齊殷

2000)，尤其「監督」與「懲罰」（或「嚴厲」）更為父母管教的兩個

主要方向(Patterson 1982; Larzelere and Patterson 1990; Carter 2001)。在

一項針對台北市學生的研究中（周玉慧、吳齊殷 2001）同樣反映出

「監督」與「嚴厲」教養對青少年偏差行為具有影響力，鑑於過去研

究一再指出這兩個面向的重要性，本文以此作為本研究「教養行為」

的兩個指標。其中，「監控行為」分別測量父親及母親，在國二時對

小孩的六項實際狀況，內容包括：「是否知道他（她）每天的行

蹤」、「知道他（她）跟誰在一起」、「討論他（她）的生活種種事

情」、「規定他回家與上床睡覺時間」等，主要是要理解父母對小孩

狀況的掌握程度。接著「嚴厲教養」測量的是父母實際採取的管教方

式，是否在小孩做錯事時，採用「毆打」、「鞭打」、「怒罵」和

表二 國三青少年暴力行為各項目的次數及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暴力傾向的項目

有人惹你生氣，所以你揍他或打他 153 27.2
玩火，亂燒東西 60 10.7
惡意損壞或破壞不屬於你的東西 45 8
丟小石子或類似的東西傷人 37 6.6
使用武器暴力別人，想害他受重傷 8 1.4
使用武器、暴力或脅迫手段向別人勒索 4 0.7

SCL-90-R敵意項目
很想要去毆打、傷害別人 70 12.4
很想要去破壞東西 99 17.6
常常和別人爭吵 109 19.3
尖聲大叫或摔東西 26 4.6

5 在國外的文獻裡常用 parenting practice(中文大多翻譯為「教養實施」)，來表示父母對
子女管教的方式及措施，由於 practice 包含了經常與實際行動的意涵，因此較單純的
「教養行為」(parenting behavior)的意義來得廣，不過如果翻譯成「教養實施」可能造
成讀者的困擾，故取折衷的辦法是英文沿用國外文獻的parenting practice，但中文內文
卻使用「教養行為」來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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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出去或鎖在門外等四題(Simons et al. 1994)。以上各題為五點量

表，選項分別為由 1（沒有）到 5（總是），變項的處理方式，是將

受訪者各面向的每個項目之得分加總而成，因此對於「嚴厲教養」而

言，分數愈高表示父母親在此教養指標上愈不當，反之，如果「監控

行為」的分數越高代表父母親越能掌握兒子的動向。

3.知覺親子關係 6

本研究主要從歷程的脈絡來討探暴力行為是如何受到家庭的影

響，因此青少年對親子關係的評估成為本文的核心，過去一些相關的

文獻，以正面的關係或支持滿意程度作為衝量親子關係的重要指標，

例如Videon Tami (2002)採用關係的滿意程度，來探討父母離異後對親

子關係品質的作用如何影響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本文以青少年國二時

回答的四個項目，作為本文的「親子關係」。首先，第一個是「是否

滿意與父親（或母親）之關係」，選項為 1（非常不滿意）到 4（非

常滿意），為四點量表，其次為兒子回答父母親是否很相信自己，為

五點量表，接著為兒子是否尊敬父母，最後，是看兒子與父母的相處

中，兒子喜不喜歡與父母在一起，亦為五點量表。「親子關係」就是

以此四個項目加總而成，因此分數愈高表示此青少年與父親（或母

親）之關係越好，用以捕捉青少年對父親（或母親）所知覺的觀感。

（三）分析方法與策略

本研究主要是以次數、百分比、平均數、標準差、t 檢定及零序

相關係數分析，作初步的資料分析與變項描述，接著再以結構方程模

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作模型比較及資料分析。模型比

較採取兩組有階層性的巢狀模型(two hierarchically nested model)求兩

6 本文以「知覺親子關係」(perceptions of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s)來代表兒子對父
親（或母親）之關係的評價，在國內的文獻裡，羅國英(2000)將這個概念譯成「親子關
係知覺」（雖然本文與她的測量並非完全相同，不過概念類似），但也有一些文章在
使用「知覺」的概念時，會把「知覺」放在前面，如知覺父母教養行為。由於知覺在
本概念中看為動詞，故本文為求容易理解，稱作為「知覺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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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間的「改變卡方值」( 2或 2difference; change chi-square)，進一步

作 2的假設檢定(Kelloway 1995)，SEM的計算是使用套裝軟體 LIS-

REL8.54 進行。本文結構方程模型的分析步驟，首先是透過 PRELIS

將原始資料以 Listwise的方式處理遺漏值，進而將模型中各指標轉換

成「共變數矩陣」，繼而藉著「共變數矩陣」運用 LISREL8.54，以

Syntax撰寫出各模型的關係，其中本研究的「起始值」(starting value)

均設定為 1，參數以「最大概似法」作估計，模型 = ( )的適合度，

採 用 2(chi-square 值)、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Goodness of Fit Index(GFI)、Comparative of Fix Index (CFI)

等四個指標，各參數的結果及模型則以VISIO 2000繪畫成模型圖，至

於各參數的估計結果以完全標準化(Completely Standardized Solution)呈

現。使用 SEM 的原因，在於 SEM 能有效地在結合「路徑分析」和

「因素分析」之條件下，比較多個模型以驗證假設(Byrne 1998)，多群

組樣本的比較模型，正好能提供本研究釐清「親子關係」在「教養行

為」與「暴力行為」間的關係及可能的關連。

五、分析結果

本文的分析結果，是從最簡單的描述統計開始，以簡單的統計分

析指出教養行為與青少年暴力行為之間的可能關連，接著第二節以多

群體結構方程模型，比較「青少年所知覺的親子關係」是否為教養行

為與青少年暴力行為的調節關係，第三節則以結構方程的模型比較，

驗證青少年所知覺的親子關係作為中介的影響過程，最後，為解答父

母對兒子機制的差異，是否為各自教養行為內涵差異的緣故，進一步

分析父母教養行為間的差異比較，以檢視本研究的理論模型。

（一）教養、親子關係與暴力行為之基本描述及差異比較

根據受訪學生於國二及國三時之自陳問卷，可以發現到他們對父

親及母親教養行為有不同的評價，從表三中可以清楚的看出，就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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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而言，國二階段母親的平均數為 21.99而父親則為 20.63，以 t檢

定作差異比較，也顯現出兩者間具有顯著差異，代表了在國二階段母

親較父親更掌握其小孩的動向，也更清楚他平日的狀況；其次，對於

嚴厲教養來說，父母親國二階段的平均數皆為 5.72，兩者並無差異；

接著，比較國二階段父親與兒子以及母親與兒子的關係時，同樣呈現

出兒子所評價的母子關係較之於父子間的關係為佳（父子的平均數為

16.36，母子的平均數為 16.60, t=2.69, p<.05）。

進一步分析，父親及母親各自在教養、親子關係與暴力行為間的

關係時（見表四），可以發現母親的監控行為、嚴厲教養與敵意間有

關連性（r 在-.15及.16），但與暴力傾向並沒有關連，代表母親對兒

子越掌握及監控得越佳，越不容易有敵意的行為，如果母親在管教上

越嚴厲則更有可能形成兒子的敵意行為；相對地，父親在監控與嚴厲

上皆與暴力傾向及敵意有關連（r在-.19到.15之間），表示父親於這

兩個教養面向上越不當越有可能造成兒子的暴力傾向與敵意行為。接

著表四更呈現出，不論是母親或父親的監控行為及嚴厲教養皆與親子

關係有著顯著的關連（r在-.37到.37之間），意味著父母監控兒子越

好與兒子的關係越好，但如果父母管教越嚴厲，他們與兒子間的關係

越是惡劣。其次，要注意的是，不管是父或母在監控與嚴厲間均有負

相關（r 在-.14 到-.18 之間），這個結果與國外的研究相一致（如：

表三 父母監控、嚴厲教養與親子關係之比較

國二階段 平均數 標準差 全距 樣本數 t-test

監控行為
母親 21.99 4.81 6-30 558

11.37*
父親 20.63 5.25 6-30 558

嚴厲教養
母親 5.72 2.53 4-20 562

-.042
父親 5.72 2.55 4-20 562

知覺親子關係
母子 16.60 2.85 4-19 559

2.69*
父子 16.36 2.98 4-19 559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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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eber and Dishion 1983; Patterson 1986; Kazdin 1987; Laub and Sampson

1988）。總的來說，以上的基本分析說明了在教養行為及親子關係

上，兒子對父親的評價較母親來得差，這樣的結果可能與母親作為主

要照顧者的角色有密切關係，普遍來說母親由於與子女的長時間接

觸，較容易形成一種比父子關連親密的關係(Sears et al. 1957)，於此，

我們在各變項的相關分析裡，也發現到父或母在各變項間的關係上並

非完全相似，但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父母親的管教行為以及親子間

的關係皆與兒子的暴力行為有關。所以接著需要繼續追問的是，暴力

行為是如何受父母親所影響？而父親或母親對青少年行為的影響有沒

有差異呢？

（二）親子關係作為父母教養行為與暴力行為的調節效果

表四的分析基本上與過去研究（例如：Gibbons 1976; Smith and

Thornberry 1995; Jackson and Foshee 1998）所指出的父母教養對子女

攻擊或暴力行為有關的命題相同。表五所檢視的結構方程模型，無論

是母子( 2 =0.36; df=1; p>.05)或父子( 2 =0.36; df=1; p>.05)皆顯示出資

料並沒有拒絕模型，接下來看父母對兒子的 11和 12均為顯著，代表

不論是父或母的「監控行為」及「嚴厲教養」對青少年暴力行為來

說，皆有影響力，即文獻討論的「直接效果」。

表四 父母教養與暴力行為間的零序相關係數矩陣

1. 2. 3. 4. 5.

1.監控（國二） － -.18** .37** -.09* -.19**

2.嚴厲（國二） -.14** － -.35** .09* .15**

3.知覺的親子關係（國二） .33** -.37** － -.12** -.21**

4.暴力傾向（國三） -.04 .08 -.10* － .23**

5.敵意（國三） -.15* .16** -.22** .24** －

母親(N=556)
父親(N=555)

註：「暴力傾向」使用偏差行為量表；「敵意」使用 SCL-90R量表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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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父母教養與暴力行為之結構方程模型分析

監控行為

嚴厲行為

暴力行為

敵意 暴力傾向

國三國二

表五 以親子關係作為調節變項之結構方程模型各係數摘要表

母親－兒子 父親－兒子

全體 關係佳 關係差 全體 關係佳 關係差

路徑

11 -.16** -.13 -.12** -.24** -.13 -.26**

12 .19** .14 .15** .17** .17 .18**

12 -.15** -.20** -.02 -.20** -.15** -.11

攻擊行為

11 .31 .58 .16 .35 .77 .24

21 .76 .45 1 .68 .39 .81

樣本數 559 303 255 559 291 265

2 .36 .43 .41 .36 .37 0

df 1 1 1 1 1 1

RMSEA 0 0 0 0 0 0

GFI 1 1 1 1 1 1

CFI 1 1 1 1 1 1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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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尋找兩者間的關係機制，以求理解教養行為對暴力行為間的影

響，是否會受到兒子所認知的親子關係所左右而有「調節的效果」，

以下的分析便將親子關係分為「關係佳」與「關係差」，根據的標準

乃是「國二受訪者所評量的親子關係之標準分數，是否高於或低於其

標準差（標準分數大於或小於 0）來衡量（可參考 Cohen and Cohen

1983; Aiken and West 1993;周玉慧、吳齊殷 2001）。表六，上方指的

是母子關係差，下方則為母子關係佳，從表中的分析結果我們可以清

楚地看到，如果母子關係佳時，監控行為、嚴厲教養與暴力行為皆不

顯著，但相對地，如果關係差時，監控行為、嚴厲教養與暴力傾向有

相當程度（r 分別為.20及-.16）的相關，接著若每一個變項逐一比較

「關係佳」與「關係差」兩群的平均數，可以得出母子關係差較之於

關係佳有更高顯著的嚴厲教養以及暴力行為的平均數得分，而有較低

的監控行為。

表六 教養與暴力行為間的零序相關係數矩陣及平均數差異比較

1. 2. 3. 4. 平均數 標準差 樣本數
t-test

與低比較

1.監控（國二） 母親 － -.02 -.16** -.01 20.71 4.69 256 5.95**

父親 － -.11 -.22** -.07 19.03 5.04 265 7.31**

2.嚴厲（國二） 母親 -.20** － .20** .05 6.27 2.86 256 4.81**

父親 -.15* － .17** .05 6.22 2.83 268 4.74**

3.暴力傾向（國三） 母親 -.09 .06 － .21** .69 1.14 257 2.73**

父親 -.08 .06 － .19** .71 1.18 268 3.40**

4.敵意（國三） 母親 -.08 .11 .26** － 4.86 1.93 257 .80

父親 -.11 .15* .30** － 4.81 1.81 268 .28

平均數 母親 23.07 5.26 .45 4.73 － － － －

父親 22.12 5.23 .42 4.76 － － － －

標準差 母親 4.65 2.12 .87 1.74 － － － －

父親 4.95 2.01 .78 1.83 － － － －

樣本數 母親 303 305 305 305 － － － －

父親 291 292 292 292 － － － －

關係佳

關係差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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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六來看，父子間的關連基本上與母子相同，即關係差的一組

有較高的不當教養及暴力行為，在相關係數上，也傾向父子關係差兒

子較有可能表現出暴力行為。但有一點需要說明，在關係佳中卻有嚴

厲教養與敵意(r=.15)存在顯著的正相關，為何有這個結果，是否是偏

誤抑或是其他具理論性的意涵，加上零序相關矩陣及平均數差異比

較，只是針對一兩個變項作比較，並沒能勾勒出一個可能的預測路

徑，及比較不同群組間的差異(Byrne 1998)，因此以下的分析有必要更

進一步以結構方程模型的策略來解構箇中的關係。

為探求父母教養中的「嚴厲教養」及「監控行為」兩個面向，是

否會藉由子女對親子關係的不同知覺而有不同的結果，以下的分析沿

用以上親子關係的二分方法，將子女所知覺的「親子關係」區分為

「關係佳」及「關係差」兩群，再透過 LISREL8.54進行多群組的模

型比較。本研究所檢測的模型如圖二所示， 11和 12分別為「監控行

為」和「嚴厲教養」對「暴力行為」的影響路徑，表五是青少年知覺

親子關係作為調節變項時，各模型參數的結果，其中不論是父親抑或

母親模型適合度的指標 2均顯示資料並沒有拒絕模型，接下來觀察各

參數的結果，可以發現關係佳與關係差兩組的結果，各路徑有不同的

顯著傾向，與以上利用零序相關分析的結果相似，但為求確實比較兩

個模型的差異，以下將以多群組模型比較的方式作父與子及母與子的

比較。

表七是就母親對兒子的模型，在兩種不同的關係程度下所進行的

分析結果，從表中的結果得知，「監控行為」和「嚴厲教養」對「暴

力行為」的兩條路徑，在各自固定其他可能的關係後，兩條路徑的

「改變卡方值」均不達顯著（ 2 =1.09, 2.58; df=1; p>.05），並沒有

拒絕「基準模型」(baseline model)因而接受「對立模型」(alternative

model)，即表示母與子模型中，不同關係程度在此兩條路徑上均沒有

差異，進一步看其估計的結果皆為顯著（分別為 11= -.14及 12=.17）。

接著表七中父親對兒子模型的分析結果，從表中可以清楚看出，

以兩種不同關係程度作比較模型後的結果，基本上與母對子模型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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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相同，即「改變卡方值」均為不顯著，沒有棄卻「基準模型」，代

表 11和 12這兩條關係路徑在不同關係程度下並沒有差異存在，而兩

條路徑的係數皆為顯著（分別為 11=-.20及 12=.17）。總的來說，一

開始所使用的零序相關及 t 檢定分析策略，呈現出子女知覺親子關係

的不同，會影響到父母教養與兒子暴力行為的關係，這樣的結果基本

上與過去的研究相類似(Gibbons 1976; Smith and Thornberry 1995)，但

接下來的問題卻是「孩子所知覺的親子關係，是如何影響到父母教養

對兒子暴力行為間的關連」，表七的分析結果是透過結構方程模型的

多群體比較，藉由條件分析 (conditional analysis) 的策略，用以回答

「在孩子所知覺到親子關係的兩種不同品質下，父母教養對兒子暴力

行為的影響是否會有不同」（換句話說，即親子關係是否為本研究模

型的「調節變項」），分析結果顯示，親子關係無論是在父對子或母

對子的模型，均不具有調節的作用，即沒有「調節效果」。如果親子

關係沒有調節性，那麼到底孩子知覺的親子關係，在父母教養影響兒

子暴力行為中具有何種意義呢？有無中介的可能呢？

表七 比較不同關係程度組的路徑差異：母親－兒子模型

模型 描述 對象 關係佳 關係差 2 df 2
1 p-value

監控←暴力 ( 11)

基準模型 關係程度佳模型等於 母←子 -.14* -.14* 7.98 5 1.09 p>.05

關係程度差的模型 父←子 -.20* -.20* 11.36 5 2.85 p>.05

對立模型 所有路徑固定後，分別求 母←子 -.08 -.21* 6.89 4

監控對暴力行為的路徑 父←子 -.33* -.09 8.51 4

嚴厲←暴力 ( 12)

基準模型 關係程度佳模型等於 母←子 .17* .17* 7.98 5 2.58 p>.05

關係程度差的模型 父←子 .17* .17* 11.36 5 .31 p>.05

對立模型 所有路徑固定後，分別求 母←子 .05 .23* 5.40 4

嚴厲對暴力行為的路徑 父←子 .21* .10 11.05 4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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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親子關係作為父母教養行為與暴力行為的中介關係

從以上的分析確認了「監控行為」與「嚴厲教養」兩者對「暴力

行為」的影響力，接下來圖三的結構方程模型是在圖二 7的基礎上，

再加上兒子所知覺的「親子關係」此一中介變項。透過表八的說明，

可以發現在將所有可能的路徑作自由參數估計時，在母親對兒子的模

型一中（ 2=0.41; df=2;資料沒有拒絕模型），「監控行為」與「嚴厲

教養」對「暴力行為」的直接關係 21及 22皆不顯著，但以「親子關

係」作為中介變項的三條傳遞路徑 11 、 12和 21卻為顯著。為求明確

釐清各變項之間的關係，本文以模型一作為「基準模型」，首先以刪

除 21的模型二作比較，模型一與模型二的比較結果為
2 =3.16; df=1;

p>.05，由於模型一較模型二多估計一個參數，但多估計的參數卻沒有

顯著提高模型的適合度，故取模型二為佳，接著比較模型二和模型三

的結果顯示， 2 =4.45; df=1; p<.05達顯著，因而比較結果呈現出以

模型二為佳。如果單就模型二的結果來看，模型的適合度( 2=3.57;

df=3)，顯示出資料並沒有否定本研究的理論模型，就「暴力行為」的

兩個指標之因素負荷值來看，分別為 0.33和 0.71，因此「暴力行為」

此一潛在變項，主要的指標來源是「暴力傾向」，這樣的結果非常合

理，也與國外的文獻一致(Simons et al. 1994)。進一步看各變項的關

係，可以清晰地看出一個以「親子關係」作為中介傳導的路徑關係，

其中「監控行為」、「嚴厲教養」對「親子關係」的gamma係數分別

為 0.28與-0.33，「親子關係」對「暴力行為」則為-0.26，而「監控行

為」與「嚴厲教養」對「暴力行為」的直接路徑皆不顯著。如果搭配

表五，可以清楚看出原先顯著的直接效果，由於「親子關係」的介

入，致使原關係消失。總的來說：母親對兒子的教養行為與暴力行為

間的關係，並非過去研究所說的簡單，實際上更重要的是「親子關

7 過去部分研究曾指出行動者的「負向行為」，對青少年印象的形成更具影響力(Fiske
and Taylor 1991)，本研究曾試圖以「負面評價」作為控制變項，以確證本研究的關係
機制不受負面印象所干擾，控制後的結果與表十相差不遠，為求將焦點放在教養及親
子關係的議題上，讓本研究整體結構更為一致，因此不將此部分列於本研究內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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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親子關係

圖三 父母教養與暴力行為之結構方程模型分析：

以親子關係作為中介變項

監控行為

嚴厲行為

暴力行為

敵意 暴力傾向

：國三：國二

表八 以親子關係作為中介變項之結構方程模型各係數摘要表

母親－兒子 父親－兒子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路徑

11 .28* .28* .28* .32* .32* .32*

12 -.33* -.33* -.33* -.29* -.29* -.29*

21 -.10 -.19* -.20*

暴力行為

22 .32 .33 .32 .35 .35 .37
.74 .71 .72 .66 .66 .63

樣本數(N) 558 558 558 556 556 556
2 .41 3.57 8.02 .33 4.58 13.94

32

df 2 3 4 2 3 4

模型比較

模型二 2
1 3.16 4.45* 4.25* 9.36*

22 .12 .13 .13

21 -.22* -.26* -.31* -.20* -.24* -.33*

12 -.15* -.15* -.15* -.18* -.18* -.18*

註：所有因素負荷值皆顯著，*p<.05, p<.05單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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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所形成的中介機制，才是母親影響兒子行為的核心。那麼父子間

是否如同母子一樣，有中介的機制呢？

接著，以上述的方法分析父親對兒子的模型，由表八得知，模型

一的 2=0.33 (df=2)，此模型中「監控行為」與「嚴厲教養」對「暴力

行為」的直接關係 21為顯著，而 22也達單尾顯著，由於 22只有單尾

顯著，故進一步以刪除 22的模型二作比較，比較的結果達顯著( 2

=4.25; df=1; p<.05)，取模型一為最佳模型。模型一的結果顯示( 2=0.33;

df=2)資料與模型相契合，接著觀察各影響的路徑，可以發現「監控行

為」、「嚴厲教養」及「親子關係」對「暴力行為」除了「嚴厲教

養」是單尾顯著外，其餘皆為雙尾顯著，各係數分別為-0.19, 0.13

及-0.20；而「監控行為」和「嚴厲教養」對「親子關係」同樣也達顯

著（0.32和-0.29），此結果代表了父親對兒子的影響，除了有 Patter-

son et al. (1989); Jang Sung Joon and Carolyn Smith (1997)等人所說的直

接關係外，還有以「親子關係」作為中介的間接關係。此與母親對兒

子模型是以所知覺的「親子關係」作為中介傳導有所不同，為何父母

間會有此差異呢？是否由於父母教養內容上的差異呢？接下來，第四

節將把焦點放在父母教養的內容上。

（四）父母教養行為內涵的差異性

在表三中，已就父母監控與嚴厲兩個教養面向進行比較，結果發

現母親較父親有更高的監控行為及較低的嚴厲教養，並在第二及第三

節驗證及陳述出，親子關係中介效果的重要性，而且更帶出母親與父

親在影響過程的差異。接下來的問題是，父親與母親影響機制的差

異，是否來自於雙方管教內涵的差異呢？即在量化的結果下父母的得

分可能同為 10 分，但內容上卻大不相同。表九為監控行為及嚴厲教

養兩變項間各指標的基本統計分數，可以清楚地看到，父母間有差異

的項目為「知道小孩行蹤」、「知道小孩跟誰在一起」、「討論小孩

的生活」、「知道小孩回家與上床睡覺的時間」和「太忙沒有時間陪

小孩」五項，從差異分數更可看出父母差異最大的是「知道小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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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其次為「太忙沒有時間陪小孩」，接下來為「知道小孩跟誰在

一起」，這些項目上的差異，正能反映出母親為主要照顧者的特點

(Kumpfer and DeMarsh 1986)，至於嚴厲教養各項目並沒有明顯的差

異，這與表三的結果一致。

另外，就各指標作父母間的比較，表十明顯可以看出父母間的因

素負荷值以多群組模型比較後，全部指標皆取「基準模型」為最佳，

代表父母兩者間教養行為各指標間並沒有差異，表示父或母所建構的

監控與嚴厲兩個變項，其結構基本上相同。如果我們接下來看監控行

為及嚴厲教養各指標間的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型之因素負荷值，可以發

現監控行為其順序分別為：「知道小孩跟誰在一起」、「知道小孩行

」、「討論小孩的生活」、「知道小孩回家與上床睡覺的時間」、

「太忙沒有時間陪小孩」和「規定小孩回家與上床睡覺時間」，嚴厲

教養則為：「毆打你」、「鞭打你」、「大聲咆哮」和「把你趕出去

或鎖在門外」。總的來說，從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發現父母間在監控

行為上只有五個指標是有差異的，不過進一步作模型比較後，「監控

行為」及「嚴厲教養」兩者的內在構成卻沒有多大差異，如果是這樣

表九 父母監控行為與嚴厲教養各指標的基本統計摘要表

平均數 標準差
樣本數 零相關 t-test

x母 x父 x母 - x父 母親 父親

監控行為

知道每天的行蹤(X1) 3.78 3.41 .37 1.30 1.37 563 .79** 10.22**

知道他跟誰在一起(X2) 3.77 3.48 .29 1.29 1.40 563 .82** 8.45**

討論他的生活種種事情(X3) 3.34 3.14 .20 1.24 1.30 561 .82** 6.05**

規定他回家與上床睡覺時間(X4) 2.75 2.71 .04 1.43 1.44 561 .86** 1.21

知道他回家了或已經上床睡覺(X5) 4.24 4.10 .14 1.14 1.24 563 .87** 5.28**

太忙而沒有時間陪他(X6) 4.10 3.77 .33 1.07 1.19 561 .69** 8.76**

嚴厲教養

大聲咆哮(X7) 1.83 1.80 .03 1.16 1.15 563 .70** .85

毆打你(X8) 1.36 1.39 -.03 .84 .85 562 .68** -.87

鞭打你(X9) 1.36 1.38 -.02 .81 .84 563 .64** -.60

把你趕出去或鎖在門外(X10) 1.18 1.17 .01 .56 .53 563 .60** .69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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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表示出父母對子女的影響機制並沒有受父母教養行為內涵不同

的干擾 8。因此父母對子女影響機制的差異，則可先放在較廣的父母

管教角色上的差異來討論，本文最後的討論將會作詳細的說明。

表十 比較父母兩組各指標負荷值的差異

嚴厲教養監控行為

母 父
2 df 2

1 p-value

11
基準模型 .77 .77 92.49 24

1.29 p>.01
對立模型 .74 .80 91.20 23
基準模型 .83 .83 92.49 24

3.75 p>.01
對立模型 .78 .88 88.74 23
基準模型 .63 .63 92.49 24

.14 p>.01
對立模型 .64 .62 92.35 23
基準模型 .27 .27 92.49 24

.03 p>.01
對立模型 .27 .27 92.46 23
基準模型 .55 .55 92.49 24

.02 p>.01
對立模型 .55 .55 92.47 23
基準模型 .31 .31 92.49 24

.12 p>.01
對立模型 .29 .32 92.37 23
基準模型 .63 .63 76.66 8

.96 p>.01
對立模型 .66 .61 75.70 7
基準模型 .70 .70 76.66 8

.60 p>.01
對立模型 .73 .68 76.06 7
基準模型 .69 .69 76.66 8

.10 p>.01
對立模型 .68 .69 76.50 7
基準模型 .55 .55 76.66 8

3.81 p>.01
對立模型 .49 .61 72.85 7

21

31

41

51

61

71

81

91

101

8 因為兩者間的構成基本上是類似，只有總加分數上的差異，即只有程度上的差異沒有
內容上的差異，不過有一點需要聲明，以上的分析只就本研究所用的既定量表而言，
事實上，父母在教養行為上，很有可能存在著脈絡性與過程性的特殊差異。由於本研
究的旨趣，著重在父母對子女的影響機制與可能的路徑，建議後續的研究可從質化的
研究方法，剖析父母教養行為的內涵與脈絡活動對子女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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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試圖檢視父親與母親的教養行為（本文指的是「監控行

為」及「嚴厲教養」兩個面向）對兒子形成暴力行為的過程。藉著台

北市青少年長期追蹤樣本的資料，首先，我們發現到兒子評價的母子

關係均較父子關係為佳，至於在教養上，傳統觀念下的嚴父慈母現象

(Shek 2000)，在本研究中並未呈現，在嚴厲教養上，父親與母親無論

在項目及總分上，均不存在有任何差異。但就父親對兒子的「監控行

為」而言，卻遠比母親為低，反映出父親對於兒子日常的狀況以及平

日的照顧，都較母親為低。此與大部分的父親必須出外工作，由母親

負責照顧有密切關係。如果從父母對兒子的教養行為著眼，不難發現

父親的形象，在兒子心目中，樹立著疏離的訓導者角色，這與母親在

兒子心中的形象並不盡相同，那麼在父子關係與母子關係的不同連結

間，是否導致對兒子不同的影響過程呢？

本文第一部份的分析，延續過去家庭教養行為對青少年偏差行為

及暴力行為的觀點（即本文所統稱的「直接效果」模式），明確地驗

證了先前研究所指出，青少年的暴力行為或偏差行為與父母親缺乏有

效的監督(Jang and Smith 1997)，或採取嚴厲的手段有關 (Crandall et al.

1960; Patterson et al. 1989; Dishion 1990)，反映出台灣社會中，家庭內

父母教養方式與青少年暴力行為間的關係，某種程度上（指的是在沒

有考慮互動或傳遞層面的直接效果）與國外的發現相一致，即父母的

行為某種程度上影響著青少年的發展。過去有研究者(Steinmetz 1987)

將這種代間的傳承，賦予「暴力循環」(cycle of violence)的概念，並

以「家庭社會化」的觀點，將這種父母對子女的影響過程看成是一種

單純的「學習」過程，即認為父母的行為模式與行事特質，會成為小

孩的重要參考對象，並逐漸轉移內化為自己的行為模式，所以孩子如

果在嚴厲教養的環境中生活，很容易在社會化過程中，潛移默化地學

習到殘忍冷酷及暴力傾向，藉著這種轉化而形成模仿的行為模式。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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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否認，過往的研究已經點出了一條可行的路徑，在父母的教養行為

中找到了可能的影響原因，不過這個思考方式，卻將社會化及學習的

過程，看成是單純環境（父母行為）對個人（青少年）的一種影響過

程，並將個體看成是被動的接收者；本研究的一系列分析，便是試圖

從直接性的影響機制，在「主體及關係」的角度下，藉著兒子對父母

「親子關係」的知覺，重新思索及釐清這個問題，並重新思考「調

節」或「中介」機制的影響。

首先，就「調節效果」而言，本文在分析方法上，並沒有採用過

去交互作用項的方式，而改以條件取向的形式，即以不同程度的親子

關係，來重新考驗「直接效果」的模型；因此本研究藉由兒子對父親

或母親的關係好壞，區分出知覺關係佳與關係差兩組，用以回答兒子

會不會在不同關係條件下，而有不同的影響結果。分析的結果發現，

不管兒子知覺的父母關係是好是壞，父母的監控與嚴厲行為均對兒子

產生影響，即兒子知覺的親子關係不具有調節的作用。意謂著知覺到

與父母關係好的這一群，和知覺與父母關係差的這一群青少年，在父

母教養行為上，均對兒子暴力行為本身有一定的預測力，即兒子知覺

到的「親子關係」並不是一種條件式的影響關係，它不會因著不同群

體間而有所不同。這個結果與過去中西方文獻的說法有所出入，原因

可能有二：(1)當然是我們使用的分析方法不同；(2)很有可能是過去的

文獻只著重在親子關係與教養行為的交互作用上，沒有注意到子女

「知覺」的層面，即模型已隱含著子女為被動者的角色，因此他們的

分析及結果只注意到「互動」的層面，而缺乏去了解子女在教養過程

所扮演的角色與機制。

實際上，從本文進一步的分析中，我們確實看到了當沒有將親子

關係作為「中介」角色時，無論是父或母的監控行為及嚴厲教養均對

青少年暴力行為產生影響。但是，如果將教養行為對暴力行為的影響

以兒子所知覺到的親子關係作為兩者之中介時，父親和母親卻出現不

同的結果，就父親而言，監控與嚴厲行為仍然對青少年暴力行為有直

接的影響，另外還存在著一個經由親子關係傳遞的間接關係，但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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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來說，監控行為與嚴厲教養卻是透過親子關係才能影響到青少年

身上。是故，分析結果反映的是：(1)父母對兒子的影響過程是有差異

的，(2)兒子知覺到的「親子關係」在父母對兒子的影響上，具有相當

的重要性，甚至成為母親教養對兒子行為發展的中介傳導角色。

鑑於過去不少研究（吳齊殷、陳易甫 2001; Garnier and Stein

2002），在家庭環境的影響上，只以母親為主要的分析對象，本研究

指出，實際上父母對兒子的影響過程是有所不同的，不能單純因為母

親是兒女的主要照顧者，就忽略了父親的重要性。至於，父母對兒子

的影響為何會有差異，其中一個原因可能與父—子和母—子間不同的

連結有關，Gilligan(1982)曾指出女生著重於親密的連結而男生關注的

卻是分離，李美枝(1998)也發現母親長時間扮演照顧者的角色，使得

父子的心理親近度低於母子，代表母子間有較高的情感交流與溝通，

吳齊殷、陳易甫(2001)亦指出母親不當的教養可能會以失當的親子關

係呈現。Dan Kindlon and Michael Thompson (1999)在《該隱的封印》

(Raising Cain)一書中以「渴望與距離的延伸」來形容父與子的連結，

而以「連結與變遷的故事」來形容母與子，實在相當貼切，因為如果

從性別間「親密」與「分離」去思考，不難發現母子間由於長時間的

接觸，以及兩者間的親密與情感連帶，青少年對於母親的行為也採取

以關係為主的知覺脈絡，並以兩人的關係去評估母親的教養行為是出

於善意或惡意，再進而影響青少年的暴力行為，因此不難理解為何親

子關係在母子間扮演著相當重要的中介角色；但相對地，父親由於與

子女缺乏溝通時間，加上男生本身分離的情感連帶，形成青少年無法

單純以關係去衡量父親的教養行為，進而造成教養行為會經由父親直

接以及親子關係的間接影響到青少年暴力行為。總的來說：這個發現

提醒我們，應該更重視父母與兒子間的不同關係形式，因為親子間關

係的強度會影響父母行為對兒子的回饋，尤其是母親與兒子間的關係

品質更是不可忽視，本文雖然無法直接去驗證F. Rothbaum等人(1995)

所說的，母子關係可有效預測日後的行為而父子關係卻不能，但至少

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母子間的關係在教養行為與青少年暴力行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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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上具有舉足輕重的中介地位，當青少年知覺到的親子關係是正面

時，能有效減緩他們暴力行為的形成。事實上，對兒子來說，他會以

自己認為的父母形象與關係來衡量父母的行為意圖，之後才會影響到

青少年本身，因此如果平日與兒子保持良好的溝通以及密切的親子關

係，即便父母以嚴厲的方式教導，或者有時候沒有妥善監控，青少年

也可能以正面的態度去解讀父母的行為，而不至於輕易掉入偏差或暴

力的迴圈。故父母在管教的過程中，有必要理解子女行為背後是「明

知故犯」，抑或只是無心之失，如果是「故意抗命」便應作適當的因

應，對於不必要無理取鬧的責罵，對管教子女並沒有助益(Dobson

1996)。因此父母管教的目的是要讓小孩理解何謂對錯，如果父母不假

思索地以懲罰方式對待小孩，也不理會犯錯的原因與意圖，這樣的管

教只會導致更嚴重的行為問題(Patterson 1982)，而且，再加上父母子

女間關係的不協調，問題就會更加嚴重。

至於，親子關係的中介效果所隱含的意義如下：首先，本研究的

結果與大部分華人社會研究（例如：Shek and Ma 1997; Ma et al. 2000;

朱瑞玲 1989）所認為，青少年知覺父母的行為具有關鍵作用的觀點是

一致的，這樣的結果代表了父母行為對華人子女的影響是經由子女對

行為的評估而成。不過儘管過去的研究，已對子女「知覺」父母行為

的影響力作出了驗證，卻無法對「知覺」的影響歷程，有更明確的說

明，本研究分析的第三部分所驗證的「中介」影響模型，重新賦予了

「環境」、「個人認知」和「行為」的理論脈絡，即父母的行為並非

平白地對子女產生影響，也不是只有子女知覺才是主因，它是一個外

在行為經個人知覺評估再進而對子女行為產生影響的過程，因此本研

究活化了過去家庭與青少年行為研究的觀點，並且呼應了前言中，我

們所一再強調的，子女並非一張白紙，他不是被動地受外在環境影

響，而是因著外在環境的狀況，透過個體（青少年）在真實環境中與

家庭成員關係的建立，藉著個體對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員的知覺與感

知，而進一步影響個體的行為。因此，過往社會化理論所說的：「個

體透過社會化機制逐漸被培養或學習（模仿）到一定的行為與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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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應進一步補充為「透過個體對社會化機制的主觀認知和思維，

才進一步地影響行為面」，正如 Bandura (1986)所說：「只從環境中

找尋行為的最終原因將是無效的」。

儘管本研究已在方法及理論觀點上力求創新，但仍然碰到以下的

研究限制：首先，本文並非一份跨文化研究的論著，因此對於論文中

「中介效果」及父母間的差異，大約只能推及於台灣或類似的華人社

會。然而，如果我們進一步與Simons等人(2000)的研究對話，大致上

可以推敲出，華人社會的子女並不是父母打罵或過份監管，就會認為

父母是不當的，因為在我們的文化中，一直存在著強烈的「尊卑」與

「服從」，對於父母一定程度上的管教，子女普遍上是可以接受的，

除非子女主觀知覺認為與父母是疏離，才會激發負面的聯想。至於西

方社會的文化觀，則以「平等」與「自主」為主，父母的不當管教對

於子女來說，不論是輕微或嚴重，也不管雙方關係的緊密與否，都被

認為是不對的。這些只是本研究與Simons等人文章對話的暫時論述，

日後的研究可循跨文化研究的策略，重新作出驗證。另外，由於本文

是以線性的結構方程模型作分析，對於非線性的關係則沒有探討，其

次父母教養行為的不同程度與青少年行為發展的關係，以及父母處罰

行為出現的時間點與青少年行為關連等議題，則可為後續研究探討的

問題。

最後，本文延續上述的發現，進一步補充「社會化」此一概念，

並提出「動態社會化」(dynamic socialization)歷程的觀點，作為未來研

究的另一個思考起點，此觀點認為個體不單為社會力的承載者，亦是

社會的施力者，而且在「施」與「載」之間個體更擔負著兩者的角

力。在每一個時間點下所存在的「環境」、「個體」與「行為」三

者，相輔相成地在時間的脈絡下不停地在互動著，前一個行為會影響

下一個「環境」因素，再藉著個體的知覺而形成不同的行為及價值反

映，整個過程不斷地進行著互動，譬如母親在第一個時間點時是以不

當嚴厲教養子女，子女也認為母親是不當的，因而出現偏差或暴力行

為的傾向，在第二個時間點中，母親可能由於第一個時間點時，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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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了不良行為，而調整自己的教養方式，子女對母親的看法變得沒

有那麼負面，不良行為的傾向進而下降。本文建議日後的研究重心應

放在動態層面及各時間點中三者的關係上，以進一步釐清箇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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